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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确权促进了中国的农业规模经营吗？

———基于ＣＲＨＰＳ的实证分析

郑淋议　李烨阳　钱文荣＊

：本文利用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４期农户面板数据，使用多期
ＤＩＤ模型评估了新一轮土地确权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土地
确权不仅会扩大农地的经营规模，也会推动农地的连片集中。不过，相较于先
前没有土地确权经历的农户，新一轮土地确权对有土地确权经历农户的激励作
用更大；相较于先前没有土地调整经历的农户，新一轮土地确权对有土地调整
经历农户的激励效果更低。

：土地确权；多期ＤＩＤ；农业规模经营
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２１／ｊ．ｃｎｋｉ．ｃｅｑ．２０２３．０２．０３

一、引　　言

农业规模经营是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共同趋势，也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方向
（Ｃｈａｎ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罗必良，２０１７）。然而，肇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的家庭承包制度，
因其按照人口数量平均分配土地的制度特性，导致家户数量不断激增 （Ａｌｍｏｎ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耕地细碎、规模狭小的问题日益严重 （许庆等，２０１１），已成为农业规模经营发
展的主要障碍 （Ｔ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而且，受制于人多地少的国情农情以及城乡发展转型
的社会约束，农业经营细碎化和分散化的格局至今仍未有明显改观 （叶兴庆，２０１８）。
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农业规模经营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韩朝华，２０１７）。
在中国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具有现实必要性。首先，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

展，农村青年劳动力大量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较为乏力 （Ｃａｒｔｅｒ，

１９８４；Ｆ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Ｋａｎｇ，２００５），如何通过农业规模经营提升农民经营性收入成为亟
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王建英等，２０１５）。其次，随着国民收入的迅速提高和非农就业人
口的急剧增加，消费者对农产品数量和质量上的需求日益旺盛，稳定、充足和高质量的
农产品供给变得非常重要，这需要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主导的农业规模经营作为后盾
和支撑 （张红宇，２０１３）。再次，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扩张的今天，农业经营规模的大小
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国或地区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强弱。如果农业规模经营发展裹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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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那么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会大受影响 （何秀荣，

２０１６）。最后，农业规模经营还有利于减少化肥、农药的过度使用，促进农业的健康永
续发展 （Ｊ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Ｗ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郑淋议等，２０２１）。

实践证明，土地确权有助于推动农业规模经营，一度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破除小规
模经营制约的政策良方 （Ｃｏ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２００７）。中国政府于２０１３年在中央一
号文件提出，要用５年时间全面完成新一轮土地确权工作。截至２０１９年年底，经过长达

６年的努力，土地确权的登记发证率已超过９４％。１为此，在土地确权工作基本完成的背
景下，新一轮土地确权是否促进了农地规模经营呢？结合家庭承包制度的制度特性，对
于拥有不同产权经历的农户而言，土地确权对农地规模经营的作用效果又是否一致？进
一步地，土地确权在推动农地规模经营的同时能否实现土地的连片集中？这些问题便成
为本研究的重点。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在以下方面对相关成果进行了补充：第一，大多数研究主要
集中探讨土地流转问题，而研究农业规模经营的相对较少，联合考察农地经营规模和农
地连片集中的文献也付之阙如。而且，由于中国人地资源禀赋差异极大，单纯用农地经
营面积的绝对量来考察农业规模经营也难以顾全农业规模经营过程中的 “适度”原则。

鉴于此，本文将使用相对量指标来衡量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同时进一步采用平均地块
面积来测度农地的连片集中，以期全面考察新一轮土地确权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同
时为农业规模经营的相关研究提供指标借鉴。第二，已有文献缺乏对不同产权情景下土
地确权作用的关注，而本文将基于土地确权和土地调整的历史场景探讨新一轮土地确权
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这将有利于丰富现代产权理论的实践意蕴。第三，已有相关研
究主要使用某一确权时段、某一确权区域的截面数据，且鲜有学者从时间上识别新一轮
土地确权，而本文将使用涵盖新一轮土地确权改革全过程以及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农
村家庭追踪调查面板数据，同时采用符合确权改革先行试点、逐步推开特点的多期ＤＩＤ
模型来估计新一轮土地确权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因果效应，使得估计结果更具有外部有
效性。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农村土地确权的历史演进与最新进展

中国的土地确权改革具有特殊的制度背景和渐进的演变特征。改革开放之初，经由
地方和政府的互动，农民自主创新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获得中央认可，并最终演化为
以集体所有、家庭承包为内核的家庭承包制度 （郑淋议等，２０２０）。在该制度框架下，

农地产权的获得主要是在集体发包与农户承包之间展开，农户通过合约议定的方式享有
承包期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为确保农地产权的排他性行使，１９８２年 《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提出要订立农村

１ 资料来源：“新闻办就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
中国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９－１１／２８／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４５６６７６．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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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承包合同，明确集体与农户的权利与义务。１９８４年中央一号文件又要求加强土地承
包合同管理，强调土地的承包期限一般在１５年以上。１９９４年部分地区的土地承包基本
到期，当年出台的 《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意见》再次提出，要把土地承包期
再延长３０年。由此，在承包顺延的情况下，农户承包期限达到４５年左右。不过，由于
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正式出台之前，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质上属于债权范畴，农
地产权并不能得到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为此，自二轮承包期开始，中央明确开展土地确
权改革，向农户颁发具有法律效力的土地产权证书。１９９７年 《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
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正式启动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土地确权改革，要求县级及以
上人民政府统一印制并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１９９８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和２００２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进一步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土地确权
改革的基础重要性。
然而，尽管中央高度重视土地确权工作，但是确权颁证的完成度并不高。据叶剑平

等 （２０００）的一项早期调查发现，６０％以上的村庄都没有向农户发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证书或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农民囿于法律凭证的缺乏等因素，其财产权属的合法表达
经常缺位，过去以公权侵犯老百姓合法私权的案例时有发生 （周其仁，２０１０）。因此，
为维护农民土地权益，中央开始着手新一轮农村土地确权改革。２００９年原农业部选择了
包括四川、重庆、山东等在内的部分乡镇进行小规模的前期探索。进一步地，以２０１１
年 《关于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工作的意见》的出台为标志，中央正式拉开
了新一轮全国范围内土地确权登记试点的序幕。在此基础上，２０１３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出
台正式宣告了新一轮土地确权改革的全面展开。

２０１３年以来新一轮土地确权工作在全国各省展开。２０１３年数据显示，确权启动之
初，全国各地土地确权改革的进度基本一致，均在２０％以下；到了２０１５年，部分省份
按照中央试点要求加快推进，其中，山东的土地确权完成度已达到５０％左右，江西的在

２０％以上；到了２０１７年，山东、江西、安徽和甘肃等四省的农村土地确权提前宣告完
成，与此同时，全国除辽宁、湖南、云南、内蒙古和重庆等三省一区一市外，其他省
（市）、自治区的土地确权改革加快推进；到了２０１９年，全国土地确权的完成度均在

６０％以上，除四川、重庆、湖北、河北以及内蒙古等少数省市自治区之外，大多数省份
的土地确权改革已基本完成。总体上，中央用了近６年的时间基本达到２０１３年一号文件
提出的预定改革目标。
综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实际上开展过多轮土地确权改革。不过，与先前的土

地确权改革相比，２０１３年以来的新一轮土地确权有着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第一，

归属更加明晰。新一轮土地确权主要通过无人机、ＧＰＳ等现代测绘技术清晰界定农地的
物理边界以及运用承包地 “三权分置”的最新成果清晰厘定产权的权属边界。相较于以
往，测绘技术更为先进，法律制度更加完备，农地产权的清晰界定成为可能。第二，权
能更加完整。农地产权基本实现收益权独享、使用权排他和转让权自由，而且农户自愿
基础上的入股权利和依托于土地产权证书的抵押融资权利也得到初步的赋予，农地产权
的经济用途越来越广泛，这是以往的土地确权改革所不具备的。第三，保护更加严格。

之前的土地确权改革不仅颁证率不高，而且不动产登记制度也不健全，农地交易主要以
承包合同为依据，农户往往难以获得物权意义上的产权保护。相形之下，新一轮土地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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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不仅要求建立统一完备的注册登记管理制度，也要求全面颁发具有法律效力的土地
产权证书。因此，相较于先前的土地确权改革，探讨新一轮土地确权对农业规模经营的
影响可能更具有现实意义。

（二）土地确权影响农业规模经营的理论分析

世界范围内的土地确权实践使得相关研究成果广泛而丰富，有关土地确权与土地流
转关系的研究更是汗牛充栋。不过，土地流转不等于农业规模经营，进一步直接探讨土
地确权对农业规模经营影响的文献却付之阙如。

农业规模经营缘起于西方微观经济学中的规模经济概念，主要是指在一定条件下，

通过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使得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实现优化配置，从而获得
最佳经营效益的经营活动 （许庆等，２０１１）。在农业经济学领域，农业规模经营确切地
指向微观层面的农场经营规模 （ｆａｒｍ　ｓｉｚｅ），不过，由于农业经营主体的多样性，在中文
语境下仍称之为农业经营规模。一般而言，农业经营规模的测度指标主要有农地经营规
模 （投入端）和产品销售额规模 （产出端）两种方式。其中，农地经营规模是衡量农业
规模经营的通行方式。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土地是农业生产最为基础、最为重要的
生产资料，其他要素的增加多以土地面积的扩大为前提 （张红宇，２０１３）；另一方面，

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目前中国农业产出相对较小，农产品商品化率并不高，以农
地经营规模表征农业规模经营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何秀荣，２０１６）。当然，中国情
景之下，农业规模经营还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它不仅包括农地经营规模，也包含服务
规模经营 （刘守英，２０１７）。不过，考虑到服务规模经营主要是建立在农业分工与专业
化的基础上，不一定触及农地产权问题 （王敬尧和王承禹，２０１８）。因此，本文所指的
农业规模经营主要是农地规模经营。

理论上讲，土地确权主要通过促进土地流转、推动劳动力转移和提高信贷可得性等
途径提升农户开展农业规模经营的概率。首先，土地流转效应。现行农地产权制度造成
的高交易成本和不可预见风险已经成为阻碍农业规模经营的主要障碍 （程令国等，

２０１６）。土地确权通过清晰界定农地的物理边界和产权边界，可以提高地权安全性和地
权稳定性 （Ｈｏｌｄ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有利于农地的流转和集中，实现农业规模经营 （Ｊｉｎ
ａｎｄ　Ｄｅｉｎ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９）。其次，劳动力转移效应。长期以来，农地产权不稳定是制约中国
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 （刘晓宇和张林秀，２００８）。土地确权通过增强地权稳定性降低
农户非农转移过程中的失地风险，将促使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概率大大提高 （Ｄｅ　Ｊａｎｖｒ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最后，信贷可得性。由于土地具有不可移动、地租预期趋升以及不易受
破坏等特性，它一直被认为是正式信贷机构最为有效的抵押品 （Ｆｅｄｅｒ　ａｎｄ　Ｎｉｓｈｉｏ，

１９９８）。向农户颁发具有多种经济用途的土地产权证书并赋予土地经营权贷款融资权能，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农户信贷渠道 （Ａ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纾解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资
金压力 （Ｐｉｚａ　ａｎｄ　ｄｅ　Ｍｏｕｒａ，２０１６；Ｄｅ　Ｓｏｔｏ，２０００）。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１　新一轮土地确权会正向地促进农业规模经营。

在以集体所有、家庭承包为内核的农地产权制度框架下，土地确权并非一次，土地
调整屡禁不止，农户拥有不同的产权经历。具体地，就土地确权而言，自１９９７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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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轮承包期内的农村土地确权改革实际上从未间断过。然而，尽管中央一直试图强化农
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户的承包地却未得到普遍的清晰界定 （程令国等，２０１６）。世
界范围来看，土地产权的原始界定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依靠社会习俗，二是依赖法律
赋权 （Ｄｅ　Ｊａｎｖｒ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对于前者，农户可通过长期占有土地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ｄ），并经由农村社区非正式制度的承认，最终拥有事实上的土
地产权；对于后者，农户土地权属的确认主要依赖于国家正式制度，通过国家力量主导
的土地确权获得名义上的土地产权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ｌａｎｄ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实现土地产权的
排他性行使。在制度经济学看来，农村社区在很大程度上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集
合体 （钱文荣和郑淋议，２０１９），土地确权作为国家力量主导的正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
会受到以村治力量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影响。对于长期依赖非正式制度的社区，面对新
一轮土地确权的植入，先前没有土地确权经历的农户从接触到信任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与此相较，对于以正式制度为主导的社区，由于先前已经有过类似的土地确权，且农地
产权制度的实施也部分以先前的土地确权为基础，因此，有土地确权经历的农户会更容
易信任和接受新一轮土地确权。鉴于此，本文进一步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２　相较于未经历过土地确权的农户，新一轮土地确权对有确权经历农户的激
励效果更强。

就土地调整而言，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央一直强调要实行承包期内 “增人不增
地、减人不减地”的制度安排 （刘守英，２０１７），但是地方上农村社区承包地小范围的
调整基本没有停止过，而且不同区域土地调整的程度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丰雷等，

２０１３）。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制度演变过程中，历史的作用不容忽视 （诺思，２０１３）。

人类通常依据已有的经验和过去的知识来指导当前和未来的行动，而人们对于制度的认
同、偏好与信念则主要建立在对以往相关制度的评价之上 （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９２）。因此，当面
对国家力量主导的土地确权时，对于具有不同土地调整经历的农户，可能会存在不同的
产权稳定性预期，进而出现农业规模经营决策的分野。一方面，经历过土地调整的农户
可能并不信任土地确权会增强地权的稳定性，因为既然之前发生过土地调整，那么未来
也可能发生土地调整，地权的不稳定性仍然存在；另一方面，未经历土地调整的农户可
能更加看好新一轮土地确权，由于过去的产权状态一直稳定，因此，新一轮土地确权通
过颁发产权证书来固化产权身份，只可能增强而非削弱地权稳定性 （胡新艳和洪炜杰，

２０１９）。鉴于此，本文进一步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３　相较于未经历过土地调整的农户，新一轮土地确权对有土地调整经历农户

的激励效果更弱。

三、研 究 设 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 （简称ＣＲＨＰＳ）数据库。该调查采
用分层、三阶段、与人口规模成比例 （ＰＰＳ）抽样，数据涵盖全国２９个省份 （除港澳
台、新疆、西藏外）的２　２６３个村 （居）委会，具有农村、城镇、省级和全国等多个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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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数据代表性。数据库建设启动于２０１１年，每两年开展一轮全国性调查。由于新一
轮土地确权的起始时间为２０１３年，因此本文主要使用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的４期面板追踪数
据。数据库内容全面、信息丰富，涉及农村家庭的基本结构、收入与支出、农业生产经
营、土地利用与流转等各个方面，还涉及中国农村基层单位 （村委会）的基本情况，能
够很好地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一手数据 （Ｑｉａｎ，２０２０）。为刻画
新一轮土地确权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在对数据进行系列清洗的基础上，我们保留了
土地确权、土地流转、家庭特征和社区特征等关键变量，最终获得３３　５６６个农户样本。

（二）变量选取

１．被解释变量：农业规模经营
农业规模经营既是农地经营面积不断扩大和集中的过程，也是小农户数量不断减少

以及规模户数量不断增加的过程，只有小农户的土地在市场力量下不断自发地向规模户
集中，农业规模经营才可能实现。因此，本文尝试使用 “规模户出现的概率”作为农业
规模经营的代理指标。具体地，本文将农业规模经营定义为农业经营面积为村庄户均承
包地面积的５倍及以上，其中，农业经营面积为家庭自有承包地面积与转入地面积之和
减去转出地面积。之所以要做以上处理，一是考虑到中国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将农业规
模经营户定义为经营面积在２５亩及以上２，而在ＣＲＨＰＳ数据库中，村户均承包地面积
为５．５６亩，与此相应，本文将农业规模经营定义为农业经营面积为村庄户均承包地面
积的５倍及以上。二是相较于以家庭自有承包地面积作为分母，村户均承包地面积作为
分母不仅能够排除农业规模经营户不是由承包农户演化的情况，更符合工商资本进入农
业的客观实际。而且，由于土地调整现象的屡禁不止和农民市民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村
户均承包地面积在二轮承包期内所蕴含的人地关系也相对较为稳定。三是鉴于中国人地
资源禀赋差异极大，如果用绝对量替代相对量，那么很可能忽视农业规模经营中的 “适
度”准则，由此导致人少地多地区即使经营面积大于２５亩也不能称之为规模经营，而
人多地少地区尽管经营面积不足２５亩却被视为规模经营的情况。当然，这里不直接采
用农地规模经营面积的绝对量而是使用其相对量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考量，那就是农地
规模经营面积的增减本质上是同一事物的两面。对同一村庄的农户来说，整个村庄的耕
地规模是相对固定的，这就意味着扩大部分农户的农地经营规模必然会引起另一部分农
户农地经营规模的缩小。因此，在对农户进行随机抽样的情况下，两类农户农地经营规
模的变化必然会相互抵消。

２．核心解释变量：新一轮土地确权
本文的土地确权变量主要是指耕地的确权登记颁证，主要根据问卷中 “本社区是在

哪一年完成耕地确权？”问题来识别。具体地，如果村庄ｖ在τ年进行了土地确权，那么
对于调查年份ｔ≥τ，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ｔ＝１，否则，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ｔ＝０，其中，τ≥２０１３。对
于τ＜２０１３，由于不是本文定义的 “新一轮土地确权”，因此予以剔除。之所以２０１３年
为分界，主要原因在于：尽管早在２００９年，中央就开始在部分村庄开展农村土地确权

２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一号），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ｔｊｇｂ／
ｎｙｐｃｇｂ／ｑｇｎｙｐｃｇｂ／２０１７１２／ｔ２０１７１２１４＿１５６２７４０．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３年１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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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试点，但是考虑到２０１３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用五年时间全面完成土地确权工作，
这场国家主导的农地产权改革不仅要求强制推动，而且需要按期完成，在一定程度上减
轻了确权改革试点先后的选择性偏误３。

３．控制变量
为进一步排除遗漏因素的可能影响，本文还控制了相关的家庭特征和社区特征。其

中，家庭特征变量主要有耕地亩均市场价值、家庭抚养比、家庭人口规模以及女性务农
劳动力占比，社区特征包括村户均承包地面积和村到县城公路条数。各主要控制变量的
描述性统计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定义 年份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农业规模经营

农业经营面积是否为村庄户均承包地

面积的５倍及以上

（是＝１，否＝０）

２０１３　 ６　３２８　 ０．０７０　 ０．２５５

２０１５　 ９　６４４　 ０．０５３　 ０．２２３

２０１７　 ８　９３７　 ０．０５３　 ０．２２４

２０１９　 ８　６５７　 ０．０７７　 ０．２６７

土地确权

本社区是否已经完成新一轮耕地的

确权登记颁证

（是＝１，否＝０）

２０１３　 ６　３２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９　６４４　 ０．０２６　 ０．１５９

２０１７　 ８　９３７　 ０．２２５　 ０．４１８

２０１９　 ８　６５７　 ０．７２７　 ０．４４６

家庭特征
户主估计的耕地亩均市场价值

（元，取对数）

２０１３　 ６　３２８　 ８．７４３　 １．９３０

２０１５　 ９　６４４　 ７．９１１　 ２．０３１

２０１７　 ８　９３７　 ７．７８１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９　 ８　６５７　 ７．４１０　 ２．１３０

家庭特征

家庭抚养比 （％）

家庭人口规模 （人）

女性务农劳动力占比 （％）

２０１３　 ６　３２８　 ４１．８２３　 ５２．６３３

２０１５　 ９　６４４　 ４３．４７７　 ５３．９１３

２０１７　 ８　９３７　 ４５．６９５　 ５７．１２８

２０１９　 ８　６５７　 ４６．０３７　 ５９．０２６

２０１３　 ６　３２８　 ４．２４１　 １．７５４

２０１５　 ９　６４４　 ４．３４９　 １．８１５

２０１７　 ８　９３７　 ３．９１９　 １．７１４

２０１９　 ８　６５７　 ３．７０７　 １．６６２

２０１３　 ６　３２８　 ２７．９７０　 ２３．７５１

２０１５　 ９　６４４　 ２６．７７７　 ２４．６６６

２０１７　 ８　９３７　 ２５．４５６　 ２５．９３４

２０１９　 ８　６５７　 ２７．８６０　 ２５．３４１

３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的试点样本相对较少，只占总样本的１．２３％，但是为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我们也考虑了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年的样本。结果显示，无论是否考虑试点样本，两者的估计结果相差并不大。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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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变量定义 年份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社区特征

村户均承包地面积 （亩／户）

村到县城公路条数 （条）

２０１３　 ６　３２８　 ５．３４４　 ５．１４４

２０１５　 ９　６４４　 ６．３８９　 ７．７８４

２０１７　 ８　９３７　 ６．７３５　 ９．５２９

２０１９　 ８　６５７　 ７．０５９　 １１．９０２

２０１３　 ６　３２８　 ２．５０９　 ０．７７５

２０１５　 ９　６４４　 ２．５５６　 ０．７６２

２０１７　 ８　９３７　 ２．７３２　 ０．８４９

２０１９　 ８　６５７　 ２．７７０　 ０．８６０

　　注：由于ＣＲＨＰＳ询问的是农户上一年的农业生产信息，为与被解释变量保持一致，核心解释变量土地确权也

取调查年份的上一年。

（三）识别策略

考虑到新一轮土地确权具有先行试点、逐步推开的特征，因此，为探索农村土地确
权与农业规模经营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借鉴Ｄｅ　Ｊａｎｖｒ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的方法，使用多
期ＤＩＤ模型识别土地确权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净效应。具体的基准回归方程设定如下：

ｙｖｉｔ＝α０＋α１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ｔ＋Ｚｖｉｔ＋δｉ＋λｔ＋εｖｉｔ， （１）

其中，ｖ表示村庄，ｉ表示农户，ｔ表示时间。ｙ表示农业规模经营情况，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ｔ表
示新一轮土地确权。α０ 为截距项，α１ 为本文关心的土地确权估计系数，Ｚ 表示控制变
量，δｉ表示农户固定效应，λｔ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ｖｉｔ为随机扰动项。

（四）平行趋势检验

任何模型都有其适用范围和前提假设，使用多期ＤＩＤ模型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满
足平行趋势假设。为此，这里将使用事件分析法 （Ｅｖ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ＥＳＭ）方
法检验土地确权分组是否满足平行趋势条件。图１显示，在开展新一轮土地确权之前，
对照组与处理组的农业规模经营没有显著的差异，而在土地确权完成之后，已确权农户
的农业规模经营比例显著高于未确权农户，表现出积极的政策效果。以上证据表明已确
权农户和未确权农户在确权之前拥有相同的时间趋势，不存在明显的系统性差异，通过
了平行趋势假设，满足多期ＤＩＤ模型的适用条件。

四、土地确权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

（一）基准回归

表２给出了土地确权对农业规模经营影响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土地确权对农业
规模经营存在正向的产权激励，且土地确权的估计系数始终保持在４％左右，假说１得
到证实。具体地，第 （１）列不加任何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已确权农户的农业规
模经营概率比未确权农户高出４．６％，并具有统计显著性。加入全部控制变量后，第



第２期 郑淋议等：土地确权促进了中国的农业规模经营吗？ ４５５　　

　　　　　

图１　土地确权的平行趋势检验

　　注：以确权前１年为基期；置信水平为９５％；控制了耕地亩均市场价值对数、家庭抚养比、家庭人口规模、村

户均承包地面积、村到县城公路条数、时间固定效应、农户固定效应以及省份异质性时间趋势，并采用社区层面的

聚类稳健标准误。

（２）列结果显示，土地确权的估计系数仍然正向显著，且估计结果变化不大。考虑到不
同省份自然气候条件存在差异以及可能出台其他与农业规模经营有关的政策，第 （３）

列进一步控制了省份与时间固定效应的交互项，以排除既随时间又随省份变化的潜在干
扰因素，结果表明土地确权的估计系数与之前相差无几。进一步地，由于不同省份土地
确权的实施时间不尽一致，为规避每个省份随时间变化的共同趋势对农户的影响，第
（４）、（５）列控制了省份异质性时间趋势４，不难发现，土地确权的估计结果依然较为稳

健。以上结果表明新一轮土地确权确实提高了农地经营面积扩大的可能性，中央通过向
农户颁发具有法律效力和多种经济用途的土地产权证书，有力推动了土地经营权流转，

促进了农业规模经营。

表２　土地确权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基准结果

农业经营面积是否为村庄户均承包地面积的５倍及以上

（１） （２） （３） （４） （５）

土地确权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耕地亩均市场价值对数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家庭抚养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４ 由于新一轮土地确权改革主要在县域层面试点，村级层面推进，因此，更好的选择应是控制村异质性时间趋势或
县异质性时间趋势，但受限于数据可行性，只能折中控制省份异质性时间趋势。因为，数据库中每个村平均每年只
有１３．７２个有效样本，组内变异性不足，且２０１９年也缺失县级行政编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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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农业经营面积是否为村庄户均承包地面积的５倍及以上

（１） （２） （３） （４） （５）

家庭人口规模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村户均承包地面积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到县城公路条数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农户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否

社区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是

省份异质性时间趋势 否 否 否 是 是

省份×时间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否 否

观测值 ３３　５６６　 ３３　５６６　 ３３　５６６　 ３３　５６６　 ３３　５６６

Ｒ２ ０．００４　 ０．１３１　 ０．１０９　 ０．１１８　 ０．０３７

　　注：括号内数字是社区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二）稳健性检验

１．安慰剂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的估计结果是否还由省份、社区、家庭和年份等层面的不可观

测因素驱动，借鉴Ｚ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ａｎ （２０２２）的检验方法，这里将对省份和社区随机分配
“虚拟”的确权时间进行安慰剂检验。具体地，本文针对２９个样本涵盖到的省份，随机
抽取２０００—２０４０年的任意一年作为其确权的年份，然后进行５００次随机抽样，在加入表２
第 （２）列中的全部控制变量以及时间固定效应和农户固定效应之后，对其进行双重差
分估计，结果如图２ （左）所示。进一步地，考虑到新一轮土地确权改革在省级层面确
定批次试点之后，主要以村为单位开展土地确权工作，因此，本文也以相同的方式对样
本涵盖到的８８７个村进行安慰剂检验，得到结果如图２ （右）所示。对比左图和右图，
不难发现，不论是哪一个层面的随机抽样，大多数土地确权的系数估计值均集中在０点
附近，明显地有别于０．０４左右 （见表２）的真实估计值，且大多数系数估计值对应的ｐ
值也都大于０．１，明显拒绝与真实估计结果不存在差异的假设。这表明，本文的估计结
果不存在偏差，不太可能受到省份、社区、家庭和年份等层面的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

２．敏感性分析
在前文的系列回归估计当中，农业规模经营主要用 “农业经营面积为村庄户均承包

地面积的５倍及以上”来衡量。为检验该测度指标的敏感性，这里将以５为中位数，将
倍数分别下调至３倍和４倍，上调至６倍和７倍，进一步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表３
的估计结果显示，不论农业经营面积是否为村庄户均承包地面积的５倍及以上，土地确
权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且大都维持在０．０４左右，与表２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这表
明使用农地规模经营的相对量指标来衡量农业规模经营具有较好的操作性和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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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土地确权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安慰剂检验

注：图中为土地确权估计系数与其对应ｐ值的散点图和系数的核密度估计曲线的组合图；采用社区层面的聚类

稳健标准误。

表３　土地确权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敏感性分析

农业经营面积为村户均承包地面积的ａ倍及以上

（１）ａ＝３ （２）ａ＝４ （３）ａ＝６ （４）ａ＝７

土地确权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农户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３　５６６　 ３３　５６６　 ３３　５６６　 ３３　５６６

Ｒ２ ０．０９７　 ０．１０７　 ０．１０９　 ０．１１０

　　注：括号内数字是社区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控制变量同

表２第 （２）列，估计结果略。

３．变换被解释变量

伴随着中国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加快，公开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土地流转率已经

接近４０％，不过由于不少土地流转发生在小农户之间，形成了大量的小农复制，不仅致

使农业规模经营的比重一直相对较低，而且也隐含着农业生产经营的效率风险 （罗必

良，２０１７）。为此，与已有研究多通过土地流转来间接考察农业规模经营不同，这里也

将使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作为农业规模经营的代理变量，进一步检验前文估计结果

的稳健性。表４结果显示，土地确权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

土地确权将有利于实现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主导的农业规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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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土地确权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稳健性检验

社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

（１） （２）

土地确权 １５．９０５＊ ９．８１３＊

（８．３７６） （５．４７３）

社区时变控制变量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社区固定效应 是 是

省份×时间固定效应 否 是

观测值 １　９５７　 １　９５７

Ｒ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

　　注：括号内数字是社区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新型经营主

体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社区时变控制变量包括村户均承包地面积和社区考核排名虚拟变量；受新

型经营主体的数量数据的可用性限制，采用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９年３年面板。

五、不同产权经历情景下土地确权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

在家庭承包制度下，随着承包期限以及人地关系的变化，土地确权并非一次，土地

调整屡禁不止。面对新一轮土地确权制度的植入，拥有不同土地确权经历或土地调整经

历的农户也可能做出不同的农业规模经营决策。

（一）不同土地确权经历下新一轮土地确权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

二轮承包以来，土地确权从未间断过。在新一轮土地确权开展之前，既有经历过土

地确权的农户，也有未经历过土地确权的农户。表５汇报了不同土地确权经历情景下新

一轮土地确权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结果显示，土地确权的估计系数与交乘项的估计

系数均显著为正，新一轮土地确权对先前有确权经历农户的影响 （０．０４４—０．０４５）略大
于先前没有确权经历的农户 （０．０２６—０．０２７）。这意味着，对于以非正式制度主导的农

村社区，先前没有确权经历的农户接受新一轮土地确权制度将有一个过程，他们的农业

规模经营决策短期内难以有大的改变。相形之下，对于以正式制度为主导的农村社区，

先前有确权经历的农户更容易接受和信任国家主导的新一轮土地确权，土地确权也就更

有利于正向地促进他们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假说２得到证实。

表５　土地确权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基于不同确权经历的分析

农业经营面积是否为村庄户均承包地面积的５倍及以上

（１） （２）

土地确权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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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农业经营面积是否为村庄户均承包地面积的５倍及以上

（１） （２）

土地确权×土地确权经历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社区固定效应 是 是

省份×时间固定效应 否 是

观测值 ３３　３３７　 ３３　３３７

Ｒ２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１

　　注：括号内数字是社区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控制变量同

表２第 （２）列，估计结果略。

（二）不同土地调整经历下新一轮土地确权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

由于家庭承包制度存在随人口变动分配土地的内在特性，不论国家是否三令五申地

禁止土地调整，改革开放以来间歇性的土地调整总是不可避免的。ＣＲＨＰＳ数据库显示，

自１９９８年国家普遍禁止土地调整以来，截至２０１３年新一轮土地确权开展，经历过土地
调整的农户仍有２９．０６％。表６报告了不同土地调整经历情景下土地确权对农业规模经
营的影响。结果显示，土地确权的估计系数在０．０８左右，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这表
明对于没有经历过土地调整的农户来说，新一轮土地确权提高了农业规模经营的可能
性。与此同时，交乘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在加入土地确权的估计系数之后，加总
值才转变为正数并接近于０．０５，略小于没有土地调整经历农户的估计系数。这意味着
对于有土地调整经历的农户而言，过往的产权不稳定经历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他们对
新一轮土地确权的产权稳定性期望，降低他们开展农业规模经营的概率，假说３得到
证实。

表６　土地确权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基于不同调整经历的分析

农业经营面积是否为村庄户均承包地面积的５倍及以上

（１） （２）

土地确权 ０．０７５＊＊＊ ０．０８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８）

土地调整经历×土地确权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社区固定效应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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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农业经营面积是否为村庄户均承包地面积的５倍及以上

（１） （２）

省份×时间固定效应 否 是

观测值 １２　９６３　 １２　９６３

Ｒ２ ０．０８６　 ０．０７１

　　注：括号内数字是社区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控制变量同

表２第 （２）列，估计结果略；土地调整是１９９８年及之后农户层面的土地调整。

六、土地确权在扩大农地规模的同时会促进农地的连片集中吗？

农地经营面积的扩大是农业经营主体由多变精的过程，而农地的连片集中是经营地
块面积由小变大的过程，农地经营面积的扩大和经营地块面积的增加并不必然相关 （纪
月清等，２０１７）。为进一步考察土地确权对农地连片集中的影响，这里将使用平均地块
面积作为农业规模经营的代理变量分析土地确权与农地连片集中的关系。理论上讲，如
果农户实际所经营的平均地块面积越大，那么就表明土地越连片，越集中；反之，地块
就越细碎，越零散。
表７报告了土地确权对平均地块面积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新一轮土地确权能够

显著促进农地的集中连片经营。具体地，以控制农户固定效应为例，第 （１）列土地确
权的估计系数显示，经由农村土地确权工作的开展，农户经营地块面积平均提升０．９８
亩左右；以控制社区固定效应为例，第 （２）列土地确权的估计系数显示，通过农地产
权的清晰界定，农户经营地块面积平均提高０．８７亩左右。结合前文分析，新一轮土地
确权对农业规模经营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不仅能够促进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而且也
有助于土地要素的集中，促进农地的连片集中经营。

表７　土地确权对农地连片集中的影响

平均地块面积

（１） （２）

土地确权 ０．９８４＊＊ ０．８６５＊＊

（０．４９３） （０．４３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农户固定效应 是 否

社区固定效应 否 是

观测值 ２１　１１８　 ２１　１１８

Ｒ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注：括号内数字是社区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控制变量主

要包括耕地亩均市场价值对数、家庭人口规模、女性务农劳动力占比和社区考核排名虚拟变量；受平均地块面积数

据的可用性限制，主要采用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９年３年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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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农业规模经营是中国农业现代化转型发展的基本方向，大国小农的现实背景下，土
地确权之于农业规模经营具有特殊的意义。本文利用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的４
期农户面板数据符合确权渐进性改革特点的多期ＤＩＤ模型，系统评估了新一轮土地确权
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研究发现，土地确权显著提高了农户开展农业规模经营的概
率，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不过，由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
作用以及农户地权稳定性预期的差异，土地确权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影响在不同的产权经
历情景下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在新一轮土地确权作用下，与没有土地确权经历的农户相
比，有土地确权经历的农户开展农业规模经营的可能性被加强；与没有土地调整经历的
农户相比，有土地调整经历的农户开展农业规模经营的可能性被削弱。进一步研究发
现，土地确权不仅能够扩大农地经营规模，而且还能够促进农地的连片集中，新一轮土
地确权对农业规模经营具有正向的激励效果。

上述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一是要巩固新一轮土地确权成果，充分发挥土地确
权在农业规模经营中的推动作用。当前，土地确权工作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农地产权改革
的结束，相反，这是农地产权改革一个新的起点。农地产权界定是农地产权改革的基础
性工作，要努力推动农地产权改革从产权界定到产权实施转变，进一步解决农业规模经
营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难题。二是要客观看待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土地确权制度与它们要
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现阶段，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仍属于熟人社会，非正式制度在农村
社区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至于某些农村社区即使没有正式制度的植入，但农
地产权制度也能够得以正常地运转。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以国家力量主导的土地确权不
重要，在城乡中国转型阶段，农村熟人社会也会逐渐向半熟人社会甚至是陌生人社会转
变，伴随着市场交易范围的扩大，正式制度在农村社区将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三是
承包期内要用一次性的土地确权替代动态性的土地调整，确保地权的长期稳定性，实现
农户土地产权的排他性行使。农户对于地权的稳定性预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过去地权的
稳定性状况，而土地确权之所以能够强化农户的地权稳定性预期，关键在于农户相信土
地确权会带来地权的稳定。因此，未来要避免不定期的土地调整使得土地确权成为被束
之高阁的 “空制度”。四是农业规模经营既要重视农地经营面积的扩大，又要重视农地
的连片集中。农地经营面积的扩大并不必然导致农地的连片集中，要规避土地流转出现
小农复制的情形，在固化农地产权归属的基础上，动物理边界而不动产权边界，尝试通
过土地互换或土地整治等方式，破解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经营分散化、土地细碎化
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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